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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在“双碳”目标实现路径方面，仍缺乏系统探究政府与公众联合减碳效应以及区域协同治理机制，因此，从政府与公众联合碳减排的本地效应和溢出效应双重视角出发，基于2003－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观察政府、公众以及政府与公众协同对区域碳排放的直接影响与空间溢出效应，并基于联合减排空间视角检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公众参与、对碳排放的联合管控与治理效应，以促进我国构建减排区域协调机制和地区间共同发展、协同管理的减排联合治理格局。结果表明：目前我国减碳的政府治理手段存在显著的本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公众单独治理行为作用有限，政府与公众协同治理可降低本地区碳排放强度，但主要在东部地区其作用，中央政府监管力度的加强有利于提升地方政府与公众的联合减排效应。由此，提出强化政府主导作用、疏通公众参与渠道、加强中央政府监管力度和完善多元低碳治理政策等促进碳减排的治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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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根据修缮完毕的中文摘要、关键词修改对应的英文内容】
Abstract: To achieve the goal of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it has become a new trend to focus on the participation of all people and "government-public"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spatial spillover perspective,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spatial Durbin model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public and government-public collaborative emission reduction and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using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excluding Tibet and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in China from 2003 to 2019.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local effects and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f current government governance instruments, while the carbon reduction effects of public governance behaviors are still limited. Government-public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can reduce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in the region, but this mechanism mainly exists in the eastern region, and is not yet significant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he strengthening of central government regulation is conducive to enhancing the joint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of local governments and the public. Based on this,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are made: strengthen government-led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deepen regional join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chanism; unblock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channels and promote deep participation of dual carbon talents; reasonably strengthen central government supervis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low-carbon control measures; improve diversified low-carbon governance policies and maximize the advantages of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government and citizen;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citizen governance; carbon emission;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ty 
收稿日期：2022-09-27，修回日期：2022-12-2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包容性绿色发展视角下环境规制的红利分配格局测度及优化路径研究”（20CJY001）；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环境税改革的经济效益及影响因素研究”（20JHQ059）项目来源：南京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多元共治视角下南京市‘双碳’目标稳步实现路径研究”（22YB18）



【全篇注意根据内容和文献引用修改情况调整文献序号，且文内标引和文后著录一一对应】

1 研究背景
随着人类经济活动越发频繁，温室气体排放增加，带来全球变暖等气候问题，严重影响人类生产生活，危及人类福祉和全球生态。2020年，我国在联合国大会上承诺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为了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要注重多中心多主体参与，构建出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公众共同参与的多元共治新格局，强调减少碳排放、实现绿色环保发展应当成为全社会的目标与共识，把公众的环境关注转变为公众的行动是政府治理环境污染的新方向，以公众参与为核心驱动力的政府与公众联合推进碳减排成为重要趋势。
已有学者注意到环境治理需要各主体的通力合作，如崔晶等[1]和徐圆[2]等学者认为碳排放作为公共事务，多元主体协作促进碳减排的同时可以有效降低治理成本，当来自消费者、媒体等的第三方力量的监督力度和政府监管力度增强时，企业更倾向于低碳生产模式；但也有学者认为环境治理的组成主体多元但各自发挥作用也不能产生协同效应【补标引著录上述观点的权威原始来源文献。注意不能仅以增加观点来源描述替代引用著录。若来源文献是图书，请务必要著录引用页码】。且目前对碳减排的研究多集中在单一类型环境规制手段的效应比较，如细分为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其中，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具有强制性，能迅速改善环境业绩，但执行成本过高；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使企业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且执行成本较低[3]，比如，适当的税收水平可以促使企业改变生产流程以实现节能减排[4]。由于公众环保意识不足等问题，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大气污染的抑制效应不明显[5]，因此各项规制政策单独使用时作用有限，要实现碳减排效用最大化，政府、公众形成长效的协同治理机制还有待探讨。此外，因CO2存在较强的空间集聚性与依赖性，相邻区域的环境治理行为也存在空间溢出性[5]。总体上，关于多主体协同环境治理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两个观点：一是合作共赢式。如城市群在空间层面高度集聚，一方面便于互相“搭便车”，环境规制能在城市间借鉴、流转、使用，如张中祥等[6]、唐为[7]的研究，另一方面通过合作减排，可实现资源的优势互补，增强减排意愿、提高减排效率[8]，邻近地区实施的环境规制越严格有效，本地环境保护作用也会得到加强，地区间污染控制决策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如李永友等[9]、Huang等[10]的研究。二是竞争互损式。地方政府竞争往往都贯彻经济优先的原则，为加速经济发展，相对弱化对环境的保护，环境规制力度不足且存在着波动性，使得碳排放强度不能下降[11]。如上下游地方政府【哪里的上下游？】竞争引致污染回流效应，该效应也会被辖区内的“标尺竞争”进一步放大，出现非期望环境后果[12]。地方政府竞争直接导致了地区碳排放强度的增加，且通过环境规制影响碳强度的传导路径[13]。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对“双碳”目标的实现路径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良好基础，但以下几个方面有待深化和拓展研究：（1）需系统探究政府与公众联合减碳。现有香港文献大多关注单一主体减碳作用，探究政府与公众联合减碳作用机制的研究较少，难以充分发挥环境多元治理体制的作用。随着民众环保意识的增强，公众享受经济增长福利的同时积极承担碳减排相应责任，其力量越来越不容忽视[14]；当政府治理手段难以达到环保标准时，民众协同政府参与环境治理方能产生更好的反响。（2）区域协同治理机制需深入探讨。“双碳”目标下，碳达峰政策框架逐步明晰、主体责任性加强，但仍缺少对地方政府协同治理路径、高效沟通机制和反馈渠道的探讨，不利于构建区域协调机制和地区间共同发展、协同管理的联合治污格局。鉴于此，本研究从政府与公众联合碳减排的本地效应和溢出效应双重视角出发，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对以上问题进行考察；进一步地，环境治理体系由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主导，需取决于排放物溢出效应与地区异质性[15]，考虑中央政府在环境治理体系中的引导与监察作用，基于联合减排空间视角检验中央环保力度加强的有效性，以实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公众参与对碳排放的联合管控与治理，为我国提供更有针对性和的碳减排政策建议。
2 理论研究与特征性事实
2.1 理论研究
随着公众公共品偏好的增加和民意传达机制的不断完善，公众在环境治理博弈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政府在环境治理过程中的互动和博弈日益突出。在我国，公众既可通过中央政府的公众满意度目标影响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环保选择，也可通过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影响企业环保治理投资决策，以作为政府治理手段补充。公众与政府协同治理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方式：一是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environment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ENGO）参与环保监督，向政府表达环保利益诉求。公众评级可降低中央政府监督成本，非国家行为者可加强威权政治制度中地方政府的问责制[16]，然而，我国ENGO仍存在难以注册、资金不足、体制障碍和专业化程度低等问题，发挥作用有限。二是公众个体通过信访、微博等公开渠道提供污染信息，向政府求助或表达自身环境诉求。地方政府部门负责人绩效考核体制的完善使得公众诉求对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投入产生积极的影响[17]，在公众环境投诉越多的地区，当地政府对企业的排污征收费征收力度越大、环境规制执行越严格[18]，但公众环境投诉的治理效果仍存在一定门槛，会受到当地政府的环保行为和本地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三是公众直接同企业展开博弈，协商不成时选择到环境法庭投诉污染企业，或通过商品市场的购买和资本市场的投资选择行为影响污染企业的收益及其环境保护行为，进而影响企业产品竞争力[19]。资本市场上公众“用钱投票”对环境友好型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对环境不友好的企业实施“市场惩罚”[20]。其他方式还有重视环境健康、环保支付意愿比较高的公众可以选择搬家，但受户籍制度的影响，只能在一定范围内针对环境质量情况作出“用脚投票”的选择。
此外，政府与公众的协作治理除了对本地环境产生影响，也会作用于邻地，形成区域共治。一方面，受到区域地理特征的限制，地方政府在环保领域选择与邻近地区合作，以此降低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成本[21]。区域间的协同创新是实现区域共治的关键，有助于合理利用各地区资源，促进各地区协调发展，增加区域间技术和知识流动，实现创新资源整合[22]。通过区域协同减排，不仅能充分利用特定区域的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和产业集群优势，发挥绿色能源优势和系统集成作用，降低化石能源消耗，而且有利于促进区域协同减排，构建新能源协同消纳新模式，推动区域绿色低碳协同发展[23]。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之间难免存在竞争，且存在生态治理整体目标上的偏好差异，合作过程中成员间影响力不均衡，容易影响地方政府实现协作治理[24]。并且在分权背景下，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因素，问责机制的不健全、不完善使得中央政府较少具备塑造地方政府行为模式的渗透性权力，而财政收益最大化逐渐成为支配地方政府行为的主导逻辑，并最终导致了政府选择性履行职能的局面[25]。地方政府竞争往往都贯彻“经济优先”的原则，即为了加速经济发展放弃了对环境的保护，环境规制力度不足且存在着波动性，使得碳排放强度难以下降[11]【上文有相同表述了，此处赘述】。
2.2 特征性事实
[bookmark: _Hlk114609382]在传统的面板数据里，大多都假设各地区碳排放强度相互独立，而实际上一个地区的碳排放强度必定会受到相邻地区的相关因素影响，具有很强的空间相关性【依据？】，因此，基于我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未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下同），借鉴孙慧等[26]的检验方法，以莫兰指数（Moran’s I）作为全局自相关计量，分析各省份之间碳排放强度的空间依赖性，以识别各地区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效应。
		（1）
式（1）中：Moran's I指数为[-1,1]，越接近1表示碳排放空间相关性越明显，越接近-1表示空间差异性越大，为0时表明所测变量无空间自相关；为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基于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数据得出其表达形式如下：
		（2）
式（2）中：表示省份i与省份j的地理距离权重矩阵；表示省份i省会（首府）城市与省份j省会（首府）城市的实际距离。
测度结果如表1所示，总体上，样本省份碳排放强度的全局莫兰指数位于0.046～0.082区间，均显著为正，整体保持上升趋势，说明研究期内我国碳排放强度表现出较强的空间集聚性与依赖性，碳排放强度水平相似的省份形成集聚，且各省份的碳排放强度不仅受到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到相邻省份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
	表1  我国30个省份碳排放强度全局莫兰指数

	年份
	全局莫兰指数
	z值

	2004
	0.046***
	2.376

	2005
	0.064***
	2.938

	2006
	0.070***
	3.062

	2007
	0.069***
	3.045

	2008
	0.076***
	3.192

	2009
	0.072***
	3.068

	2010
	0.074***
	3.140

	2011
	0.074***
	3.208

	2012
	0.080***
	3.357

	2013
	0.080***
	3.376

	2014
	0.079***
	3.354

	2015
	0.073***
	3.200

	2016
	0.077***
	3.268

	2017
	0.079***
	3.325

	2018
	0.077***
	3.299

	2019
	0.082***
	3.456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下同。

为进一步从省际层面反映各省份碳排放强度与邻省份碳排放强度之间的空间相关性演变，基于2004、2009、2014与2019年各省份碳排放强度值，采用局部莫兰指数进行测算，并制出局部莫兰指数空间自相关集聚图，用于表征区域碳排放强度与邻地碳排放强度之间呈高-高集聚模式（H-H）、低-低集聚模式（L-L）的正向空间相关性，或低-高集聚模式（L-H）、高-低集聚模式（H-L）的负向空间相关性。对于单个空间单元i，局部莫兰指数的计算式子如下：
【I在上文代表全局莫兰指数，不能再代表局部莫兰指数】
		（3）
		（4）
		（5）
式（3）～（5）中：Yi和Yj分别表示省份i和省份j的属性值；n是空间单元数量。当Ii>0【式中没有Ii】时，表明邻近单元属性间同质特征明显，Ii值越大同质性越强；Ii<0表明邻近单元属性间具有异质性，Ii值越小异质越显著。
测算结果如图1所示【请特别注意地图的修改要点，不符合规范的地图不能刊登，若实在难以修改也可替换成表格或其他图形表现形式】，本地碳排放强度与邻地碳排放强度呈L-L集聚模式的省份最多，主要位于东部地区（安徽、浙江、江苏等）且范围不断扩大，这些地区碳排放强度虽然呈逐步升高趋势，但其城市间的碳排放强度正趋于相近，这说明城市间使用的能源种类和产业结构有趋同趋势，且逐步使用可再生能源替换传统石油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能源，产业结构也渐渐演化为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27]，因此这些地区在经济增长迅速的同时碳排放强度相对较低；呈H-H集聚模式的省份较多，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新疆、黑龙江、甘肃等），省份数量略有提升，这几个省份通常以高耗能产业为主，碳排放强度增长十分迅速；位于L-H、H-L集聚模式的省份最少，且面积不断缩减。总体而言，我国碳排放集聚存在明显正相关性，即碳排放强度较高（低）的省份，其邻省的碳排放强度也较高（低），区域碳排放强度并不是单纯地与各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相关联，还受到地理、地理和经济【？】的多方面影响。
【使用地图必须小心谨慎，如确实有必要用地图表示的，请将地图一一按以下要求修改完善，避免有政治性错误。图1中：1. 要用新版地图，这个省界是老版本，需要更新；2.须补充审图号，对每一幅地图作者须标明“该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或“该图基于××省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3.在附图中加“南海诸岛”的字样；4.图中省的名称不清楚；5.国界线的图例去掉，国界线有些需要虚线表示，此处无体现；5. 图例中的“1,000”修改为“1 000”；6.各图上边标示的“2004年”“2009年”……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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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我国30个省份碳排放局空间自相关集聚分布

3 研究设计
3.1样本及数据来源
样本省份数据中，地方政府部门负责人特征数据通过新华网等官方网站检索整理获得，其余指标所使用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中国工业企业统计年鉴》以及各省份统计年鉴。
3.2变量定义
3.2.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碳排放强度（CEI）。综合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指标选取的科学性出发，通过计算各省份碳排放量并除以各自历年生产总值（GDP）得到碳排放强度。碳排放总量的计算依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碳排放指南》，各类能源碳排放系数如表2所示【给出来源依据，并著录相应的来源信息文献】。
		（6）
式（6）中：[image: i]代表能源种类【i在上文已经代表了省份，同篇文章的同个符号只能代表一个含义】；为【什么？】；为碳排放系数。
表2  各类能源碳排放系数
	类别
	碳排放系数

	原煤
	0.755 9

	焦炭
	0.855 0

	原油
	0.585 7

	汽油
	0.553 8

	煤油
	0.571 4

	柴油
	0.592 1

	燃料油
	0.618 5

	液化石油气
	0.504 2



3.2.2核心解释变量
（1）政府治理手段（gov），具体采用地方政府对污染治理投资总额来衡量正式环境规制的强度，各地方政府环保工作的努力程度可通过污染治理投资额来反映[28]。该指标可具体解释为污染治理项目本年完成投资额、排污费和环境基础设施投资额之和。对该指标取对数并滞后1期。
（2）公众治理行为（citizen），使用人大建议数和政协提案数之和来反映非正式环境规制的作用。对该指标取对数并滞后1期。人大建议数和政协提案数显示了公民通过间接方式表达环境意愿[29]，对地方政府治理环境施加压力，是公众对环境关注度和公众环境参与意识的有力体现；同时该指标并非偶然性事件，政府可持续通过人大建议和政协提案关注公众对于环境的诉求以关注民意，出台改善环境的办法。
（3）政府与公众协同治理（gov_citizen），表示公众参与（citizen）与地方政府（[image: gov]）【gov、citizen在上文分别代表政府治理手段和公众治理行为】的交互项。政府主动性与居民自觉性相互促进，在碳减排过程中具有协同性[14]。公众与政府对于环境治理这一共同目标互助合作，对碳减排具有积极效应。
3.2.3控制变量
考虑到其他可能影响碳排放的因素，选取以下指标作为控制变量：（1）第三产业结构（struc），为第三产业产值在GDP中的占比，占比越高越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2）地区进出口总额的自然对数（ln export_import），用来衡量地区对外贸易规模。（3）人力资本（edu），为某一地区高等教育的人口占比，高等教育能够影响公众的环保意识以及绿色创新能力，进而影响碳排放。（4）产权结构（asset），具体解释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资产占规模以上企业资产的比例，国有企业可能消耗更多能源、产生更高的碳排放，同时也能引进先进技术，从而减少碳排放[30]。（5）第二产业结构（industry），为第二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工业产业经济活动与碳排放紧密相关。（6）企业发明专利授权量（ln patent），往往反映企业的创新活动，通过绿色技术创新作用机制能够降低城市碳排放水平[31]。以上变量均滞后1期。
3.3模型构建
由上述分析可知，各地区的碳排放强度存在着空间相关效应，一个省份自身碳排放强度会受到其他省份的影响，用传统的静态面板估计模型来研究环境规制强度与碳排放强度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导致模型估计结果产生偏误，因此，在探究环境规制强度对碳排放强度影响时，应引入空间计量模型，对不同区域间二者之间的空间交互关系进行刻画进行分析。
在空间计量研究中，需要挑选出最合适的空间计量模型。目前以下模型应用比较广泛：含有空间因变量滞后的空间自相关模型，即空间滞后面板（SAR）模型、只包含空间误差项自相关的空间误差面板（SEM）模型，以及同时考虑发生于因变量的空间滞后效应以及随机冲击下产生误差项的变化而导致的空间误差效应的空间杜宾（SDM）模型。采用标准面板回归 PLS 估计残差的拉格朗日乘子（LM）检验和稳健的拉格朗日乘子（Robust-LM）检验来判断，根据检验结果来看（见表3），R-LM-lag虽未通过稳健性检验，但总体上模型兼具空间误差与空间滞后两大特征；进一步判断，Wald检验和似然比（LR）检验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拒绝原假设，即空间杜宾模型不能退化成空间误差与空间滞后模型。可见空间杜宾模型相比于空间自回归模型、空间误差模型更为合适。
	表3  空间模型选择检验结果

	检验类型
	系数
	P值

	LM-lag
	15.780
	<0.001

	R-LM-lag
	1.918
	0.166

	LM-error
	22.619
	<0.001

	R-LM-error
	8.756
	0.003

	LR-spatial-lag
	51.410
	<0.001

	LR-spatial-error
	54.570
	<0.001

	Wald-spatial-lag
	29.660
	<0.001

	Wald-spatial-error
	35.530
	<0.001

	个体效应LR检验
	35.560
	<0.001

	时间效应LR检验
	801.660
	<0.001



进一步进行空间霍斯曼（Hausman）检验，结果系数为负，表明模型未通过霍斯曼显著性检验，因此空间滞后杜宾面板模型应选择随机效应。最后通过构建LR统计量对个体与时间随机效应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均通过稳健性检验，表明应采用个体、时间双随机模型进行检验。综上所得，最终选择个体时间双随机空间杜宾模型进行检验与分析。
		（7）
式（7）中：中m=1，2，3时分别表示各年各省份政府治理手段、公众治理行为、政府与公众协同治理；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表示 n×n 维空间矩阵；为单位矩阵；为控制变量的空间滞后项；表示【什么】；表示【什么】；、表示【什么】；、表示【什么】；表示空间效应；表示时间效应；是随机误差相【？】。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bookmark: _Ref22457]如表4所示，政府治理手段系数均显著为负值，且直接效应更为显著，说明正式型环境规制不仅明显降低本地碳排放强度，也能对邻地产生碳减排效应。在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地方政府为实现降低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双重红利，通过制定有效的政策促使本地区的各相关主体参与到碳减排的过程中，降低本地区碳排放强度[10]，政府的强制性碳减排要求往往对本地企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于相邻地区而言，一方面，碳排放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因此本地区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所带来的碳减排效应也会扩散到邻近地区，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方面的“搭便车”现象有所减弱，并且邻近地区的正式型环境规制也给本地区政府和企业带来了示范效应和警示效应，相邻地区也存在相互学习行为，使得本地区地方政府不断调整环境规制政策，进一步提高碳减排效应[26]。公众治理行为虽然对本地区碳强度排放产生了负向影响，但是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公众在碳减排过程中的影响较弱，滞后于政府治理手段，这与高志刚等[14]的研究结论一致。我国公民参与治理仍然处于发展阶段，其环保认知与责任感还较为薄弱[32]，且目前交通工具仍普遍使用传统能源，排出的温室气体较多，因此仅有公众参与未能对本地区的碳减排产生明显作用。在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抑制效应未显著的情形下，其空间溢出效应的形成也比较困难，这与张明等[5]的研究一致。政府与公众协同治理的间接效应与直接效应系数均为负，但直接效应显著，而间接效应不显著，说明政府与公民治理的交互作用对本地区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增进政府与公民的合作关系有助于降低本地区的碳排放强度。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公众偏好的表达会影响政府的环境规制政策，对本地区治理环境施以压力，公众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促进环境政策的落实。
在政府治理手段、政府与公众协同治理背景下，控制变量中的人力资本对本地区碳减排的影响具有显著性，表明某一地区高等教育的人口占比越高，促进本地区碳减排越明显。在严格的政府政策背景下，企业更倾向于雇用高素质人才来实现创新研发，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降低碳排放[33]。企业创新度的直接效应均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间接效应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表示发明专利的授权量对本地区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不减反增，这与周五七等[34]的研究结果一致，并且也无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表明发明专利授权量的增加需投入更多的研发成本，企业在投入成本时会考量盈利情况，在更大的绩效压力下，企业管理者们更倾向于不履行环保义务以提高经济效益，进而增加碳排放[35]。
表4  我国30个省份政府与公众双重治理空间溢出效应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CEI

	
	政府治理手段
	公众治理行为
	政府与公众协同治理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gov
	−10.618***
	−10.255***
	−17.218*
	
	
	
	
	
	

	
	（−2.95）
	（−2.92）
	（−1.77）
	
	
	
	
	
	

	citizen
	
	
	
	−1.690
	8.437
	6.746
	
	
	

	
	
	
	
	（−0.71）
	（0.70）
	（0.54）
	
	
	

	gov_citizen
	
	
	
	
	
	
	−1.651
	−1.002**
	−0.649

	
	
	
	
	
	
	
	（−1.21）
	（−2.53）
	（−0.48）

	ln patent
	5.112*
	5.000*
	−0.360
	4.726
	−9.278
	−4.552
	1.834
	5.239*
	−3.405

	
	（1.70）
	（1.74）
	（−0.05）
	（1.63）
	（−1.05）
	（−0.52）
	（0.20）
	（1.82）
	（−0.37）

	struc
	0.254
	0.336
	0.275
	0.218
	−0.913
	−0.695
	0.080
	0.176
	−0.097

	
	（0.34）
	（0.48）
	（0.11）
	（0.31）
	（−0.32）
	（−0.24）
	（0.03）
	（0.25）
	（−0.03）

	industry
	0.447
	0.518
	0.172
	0.175
	−0.867
	−0.692
	0.054
	0.272
	−0.218

	
	（0.74）
	（0.86）
	（0.07）
	（0.29）
	（−0.31）
	（−0.24）
	（0.02）
	（0.46）
	（−0.08）

	ln export_import
	−2.986
	−3.139
	−1.037
	−5.818
	−25.958
	−31.776
	−19.519
	−4.021
	−15.498

	
	（−0.62）
	（−0.65）
	（−0.06）
	（−1.20）
	（−1.27）
	（−1.56）
	（−0.94）
	（−0.83）
	（−0.71）

	asset
	0.017
	0.033
	1.332
	0.085
	0.355
	0.440
	0.593
	0.017
	0.575

	
	（0.06）
	（0.12）
	（0.76）
	（0.31）
	（0.17）
	（0.20）
	（0.28）
	（0.06）
	（0.28）

	edu
	−4.916
	−5.325*
	−31.492*
	−4.871
	−10.728
	−15.598
	−37.502*
	−5.465*
	−32.037

	
	（−1.53）
	（−1.75）
	（−1.86）
	（−1.59）
	（−0.50）
	（−0.70）
	（−1.69）
	（−1.78）
	（−1.49）

	Log-L
	−2 291.226
	−2 298.079
	−2 294.697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检验z值。下同。

4.2稳健性检验
为证明模型稳定有效，参考王晓红等[36]、王赫等[37]的研究，使用经济距离矩阵模型来验证基准回归模型的稳定性，经济距离矩阵基于各省份2003－2019年【上文是2004－2019年，研究时间究竟是什么？】人均GDP的年平均值计算，取各省份年平均值之差的绝对值倒数。结果如表5所示，与地理距离矩阵相比，政府治理手段对碳减排仍存在显著的负向本地效应、溢出效应以及总效应，公众治理行为各效应仍不显著，协同型环境规制依旧显著降低本地碳排放，与基准回归结果对比基本一致，说明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但各环境规制的系数发生了改变，政府与公众协同治理总效应更是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碳排放规制的空间效应还存在经济发展差异上的空间关联，省份之间的经济水平差距会影响规制效用。
表5  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CEI

	
	政府治理手段
	公众治理行为
	政府与公众协同治理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gov
	−31.788***
	−9.673***
	−22.115***
	
	
	
	
	
	

	
	（−4.34）
	（−2.80）
	（−2.97）
	
	
	
	
	
	

	citizen
	
	
	
	3.243
	−1.228
	4.472
	
	
	

	
	
	
	
	（0.47）
	（−0.53）
	（0.70）
	
	
	

	gov_citizen
	
	
	
	
	
	
	−1.575*
	−0.982***
	−0.593

	
	
	
	
	
	
	
	（−1.77）
	（−2.59）
	（−0.71）

	ln patent
	0.823
	3.441
	−2.618
	−6.723
	2.769
	−9.492*
	−3.733
	3.324
	−7.057

	
	（0.18）
	（1.30）
	（−0.57）
	（−1.33）
	（1.03）
	（−1.91）
	（−0.72）
	（1.24）
	（−1.40）

	struc
	−2.003
	0.599
	−2.602
	−2.727
	0.736
	−3.462*
	−3.113*
	0.602
	−3.715**

	
	（−1.23）
	（0.85）
	（−1.62）
	（−1.36）
	（1.01）
	（−1.83）
	（−1.66）
	（0.84）
	（−2.07）

	asset
	1.293*
	−0.196
	1.489**
	1.418
	−0.165
	1.583*
	1.382
	−0.228
	1.610**

	
	（1.68）
	（−0.74）
	（2.13）
	（1.56）
	（−0.61）
	（1.93）
	（1.53）
	（−0.85）
	（2.02）

	edu
	−23.471**
	−4.803
	−18.667*
	−13.181
	−3.723
	−9.458
	−20.001
	−4.189
	−15.812

	
	（−2.06）
	（−1.60）
	（−1.76）
	（−1.00）
	（−1.23）
	（−0.78）
	（−1.53）
	（−1.38）
	（−1.32）

	industry
	−2.010
	0.843
	−2.854**
	−2.859
	0.720
	−3.579**
	−3.276*
	0.724
	−3.999**

	
	（−1.36）
	（1.43）
	（−1.97）
	（−1.55）
	（1.20）
	（−2.08）
	（−1.93）
	（1.23）
	（−2.47）

	ln export_import
	10.901
	−3.705
	14.606
	−7.968
	−7.080
	−0.882
	2.710
	−5.072
	7.783

	
	（0.97）
	（−0.82）
	（1.35）
	（−0.63）
	（−1.53）
	（−0.07）
	（0.21）
	（−1.11）
	（0.64）

	log-L
	−2 283.431
	−2 283.431
	−2  283.431
	−2 294.821
	−2 294.821
	−2 294.821
	−2 290.912
	−2 290.912
	−2 290.912



 
4.3异质性检验
由于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环境政策执行力度、企业创新水平等诸多层面都存在差异，为了更全面探究规制手段的区域表现特点，将样本省份划分为东、中、西部地区【补充说明东中西部地区划分标准和依据！可以用文内阐述或文后注释方式。如果是笔者自己划分的，则各地区所包含的范围一定要一一清楚说明，不能简单用“等”字表述】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政府治理手段的总效应在东部和中部地区的显著性都较强，而在西部地区显著性较弱，原因可能是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迅速，政府环境规制起步早、体制完善；中部地区煤炭资源丰富，依靠煤炭产业发展经济到达一定水平时逐步重视环境治理，且碳减排幅度更大；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基础薄弱、人力资本匮乏，导致环境规制未能达到治理效果[38]。公众治理行为的总效应在3个地区均不显著，说明只靠公众监督与反映难以有效规制碳排放。政府与公众协同治理的总效应只在东部地区显著，东部地区公众与政府协同治理效果明显，这与东部地区环境行政执法更为完善，公众对环境要求更高、环境行政执法的参与度更高有关；在中部地区，尽管地方政府在逐渐重视环境治理，但依然无法满足公众的要求以及解决公众提出的问题，所以公众与政府的协同治理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基础薄弱，人力资本匮乏且教育投入较少，公众对碳排放也没有足够的认识，政府实行的环境规制无法到达预期效果，因此公众与政府的协同治理尚不尽如人意。从控制变量来看，西部地区要实现碳减排，目前更多靠的是增加进出口贸易，增加管控力度更强的国有产业以及提高教育水平与群众环保意识也具有明显碳减排效应。
表6  我国30个省份政府与公众双重治理空间溢出总效应的地区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CEI

	
	政府治理手段
	公众治理行为
	政府与公众协同治理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
	中部
	西部

	gov
	−11.912**
	−25.748*
	11.339
	
	
	
	
	
	

	
	（−2.13）
	（−1.92）
	（−0.99）
	
	
	
	
	
	

	citizen
	
	
	
	−2.637
	6.228
	8.042
	
	
	

	
	
	
	
	（−0.36）
	（−0.6）
	（−0.95）
	
	
	

	gov_citizen
	
	
	
	
	
	
	−1.512**
	−0.629
	1.039

	
	
	
	
	
	
	
	（−2.03）
	（−0.46）
	（−0.85）

	ln patent
	−2.917
	−5.859
	−1.147
	−2.637
	−15.537*
	−2.224
	−0.395
	−13.514
	−1.729

	
	（−0.64）
	（−0.60）
	（−0.14）
	（−0.44）
	（−1.70）
	（−0.29）
	（−0.08）
	（−1.44）
	（−0.22）

	struc
	1.571
	1.550
	1.461
	1.315
	−1.111
	0.850
	2.170
	−1.127
	1.182

	
	（−0.77）
	（−0.61）
	（−0.71）
	（−0.56）
	（−0.44）
	（−0.51）
	（−1.00）
	（−0.44）
	（−0.62）

	ln export_import
	−12.789
	−12.864
	−26.398**
	−18.715
	−26.693
	−24.639**
	−17.552
	−20.749
	−25.701**

	
	（−1.07）
	（−0.69）
	（−2.07）
	（−1.35）
	（−1.47）
	（−2.08）
	（−1.45）
	（−1.13）
	（−2.03）

	asset
	1.568
	−2.147
	−5.819***
	1.718
	−1.821
	−5.038***
	1.709
	−2.422
	−5.415***

	
	（−1.39）
	（−1.04）
	（−3.42）
	（−1.33）
	（−0.83）
	（−3.09）
	（−1.47）
	（−1.14）
	（−3.31）

	edu
	−0.907
	−81.989***
	−170.240***
	1.546
	−47.052
	139.027***
	−2.790
	−67.031*
	−154.268***

	
	（−0.16）
	（−2.64）
	（−3.97）
	（−0.23）
	（−1.30）
	（−4.69）
	（−0.44）
	（−1.91）
	（−4.43）

	industry
	2.467
	1.060
	−0.542
	2.705
	−2.048
	−0.879
	3.370
	−2.266
	−0.689

	
	（−1.21）
	（−0.41）
	（−0.34）
	（−1.11）
	（−0.83）
	（−0.63）
	（−1.54）
	（−0.91）
	（−0.45）

	Log-L
	−697.302
	−697.302
	−840.024
	−700.517
	−700.517
	−841.452
	−698.491
	−698.491
	−840.978




此外，观察各类治理方式在不同地区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因篇幅有限不展示结果，备索），有以下几点发现：
（1） 在东部地区，政府治理手段与政府与公众协同治理的间接效应与总效应均显著为负，说明随着治理强度的提升，相邻省份的碳排放强度会大幅降低。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达，绿色环保技术研发更为先进，劳动力特别是高级劳动力充足，因此相邻地区互相借鉴学习使用绿色环保的生产技术，使得相邻地区在环境质量上得到很大改善[26]。而公众治理行为虽具有碳减排效应但不显著，结合政府与公众协同治理的间接效应与总效应均显著为负的情况，表明公众大多通过政府渠道有效实现碳排放规制。
（2） 在中部地区，政府治理手段的直接效应显著为负，但间接效应不明显，治理强度的提升迫使重工或化工企业投入更多的资源来适应绿色工艺，以避免缴纳高额的环境税，能够有效降低本地区碳排放强度，但对相邻省份的作用不大。公众治理行为的直接效应显著增强了碳排放，与其生产生活以煤炭产品为主有关，因此碳排放最为集中。结合政府与公众协同治理的直接效应也显著为正发现，政府治理虽然产生碳减排效用，但尚缺乏有效的环境规制来解决公众产生的碳排放问题，协同治理作用有限。
（3） 在西部地区，政府治理手段的间接效应显著为正，对本地的直接效应虽为负但不显著，政府治理的加强驱使本地污染企业趋向转移到相邻地区以规避治理成本，对相邻省份碳排放造成不利影响。公众治理行为和政府与公众协同治理未能产生显著作用，由于西部地区教育水平相对欠发达，公众综合素质受限，公众的环保意识相对薄弱，难以为政府治理提供强有力的帮助，依赖公众参与的环境治理模式尚未起到显著的环境治理效用。
5  进一步分析
实际上，许多省份碳排放强度依然增加，环境污染问题仍存在且未能有效治理，地方政府对环境规制政策的非完全执行或选择性执行，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低、对碳排放责任感较差，政府与公众协同型治理手段尚不完善等造成环境污染问题继续加重。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方式的有效设立需要更高层面的法律政策制定，即需要落实中央政府的管控。中央政府调控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地方政府的行政行为，必须加大监管力度以督促区域间减排降碳的联动。为检验大气污染治理政策的有效性，2013年《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考核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颁布，在官员年度绩效考核中添加当地空气质量改善这一指标。因此，参考学者张翼等[39]的研究，以2013年为界，将研究时间划分为2003－2013年和2014－2019年两个时间段，检验中央政府监管力度加强前后协同型环境规制的效用，以求证中央政府管控力度增强时政府与公众联合碳减排的效用。
如表7所示，在《办法》颁布后，协同型环境规制的直接效应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且系数更大，表明中央政府监管力度加强后，政府与公众协同治理提升了本地区碳减排效果；间接效应虽然由负变正，但仍不显著，表明协同型环境规制对相邻地区碳排放的影响不明显。《办法》设定了碳减排的目标，地方政府作为连接中央与地方的纽带，有动力执行中央政府颁布的政策并促使公众参与。中央政府的监管加强给地方政府施以压力，也促进公众提升本地区环境的关注度，迫使当地政府加强环保监管[40]，因此政府与公众的协同作用也得到加强，大大提升了本地区碳减排执行动力。然而，政府与公众协同治理大都集中在本地区，地区间降碳的竞争可能会加剧邻近区域相继通过招商引资来谋求自身发展的矛盾，致使邻近地区碳排放量上升，对碳减排的持续推进不利[41]，从而呈现出正向的间接效应，但该效应不显著，因此不再进行深入探讨。
观察政府治理手段在《办法》颁布前后的变化发现（因篇幅有限不展示结果），中央政府管控力度增强后只有直接效应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负，间接效应系数为负但不显著。随着碳减排相关指标在地方政府考核中分量不断加重，碳排放强度较高的区域地方政府会加大污染治理投资力度，进而促进本地区碳减排[42]，污染治理的改善主要来自于本地区政策执行力度，因此无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
表7  我国30个省份政府与公众协同型环境规制空间溢出效应分时段估计结果
	变量
	CEI

	
	2003－2013年
	2014－2019年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gov_citizen
	−3.836
（−1.58）
	−0.381
（−0.74）
	−3.455
（−1.44）
	−0.259
（−0.16）
	−0.844***
（−2.60）
	0.585
（0.38）

	ln patent
	−2.909
（−0.28）
	3.789
（1.20）
	−6.698
（−0.67）
	−22.416
（−1.10）
	−5.875
（−1.41）
	−16.541
（−0.82）

	struc
	−3.843
（−0.97）
	−2.809***
（−2.70）
	−1.034
（−0.28）
	0.294
（0.09）
	0.672
（1.22）
	−0.378
（−0.12）

	industry
	−9.476
（−1.56）
	−2.100
（−2.26）
	−7.376
（−1.25）
	−1.872
（−0.98）
	−0.468
（−1.13）
	−1.404
（−0.78）

	ln export_import
	29.542
（0.77）
	0.363
（0.05）
	29.179
（0.81）
	12.212
（0.93）
	4.544
（1.09）
	7.669
（0.60）

	asset
	1.941
（1.05）
	0.092
（0.23）
	1.849
（1.09）
	3.843
（1.56）
	0.313
（0.84）
	3.53
（1.52）

	edu
	−17.025
（−0.72）
	0.995
（0.25）
	−18.020
（−0.81）
	−14.075
（−0.73）
	−8.512**
（−2.45）
	−5.563
（−0.31）

	Log-L
	−1 456.467
	−733.066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的实证结果表明：政府治理手段存在显著的本地效应与空间溢出效用，目前本地区与相邻地区的碳减排效应仍以政府治理手段为主；公众单独治理行为作用有限，居民减排动力与减排途径仍存在局限性；政府与公众的协同治理可显著降低本地去、区的碳排放强度，分地区检验时发现这一机制主要体现在东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的协同效应不显著，中央监管力度的增强有利于提升地方政府与公众的联合碳减排效应。据此，提出以下建议：
（1）强化政府碳减排主导作用，深化区域联防联控机制。目前政府仍是控制本地区与相邻地区碳排放的主力，在监管本地区企业碳排放、协调区域间碳减排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对于区域内碳减排而言，政府应继续聚焦于“双碳”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科学评估绿色低碳优势产业项目，主动对接具有竞争优势的绿色低碳企业并给予资助扶持，完善绿色低碳产业考核激励机制；严格控制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加工、居民生活等领域煤炭消费增长，全面深入扩展新能源替代领域。对于区域间碳减排而言，政府应充分使用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加强对企业碳足迹的追踪、分析和共享，形成区域间环境信息共享与联防联控机制，从而实时、远程处理各类碳信息，以最少人力和投入获得最大经济效益，使地方政府之间形成良性互动。
（2）疏通公众参与碳减排渠道，促进“双碳”人才深层次参与。公众单独降低碳排放的作用当前虽不显著，但政府与公众协同治理对本地区的碳减排作用明显，可见全民广泛参与是实现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绿色转变的重要推动力。因此，政府应当疏通公众参与碳排放渠道，通过增设保护环境的公益讲座和活动，倡导低碳生活，创建低碳家庭、低碳学校、低碳社区，大力推行低碳居住、低碳出行、低碳消费、低碳办公，加快形成全民参与碳减排的良好氛围；加快建立“双碳”领域紧缺人才清单制度，培养具有识别、驾驭低碳发展关键性要素能力，从事低碳、零碳、负碳技术开发、应用和推广的专门技术人才，推动构建以能力、质量、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形成有利于人才潜心研究和创新的评价制度，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智力支撑，不断优化创新生态环境，实现深层次公众参与。
（3）合理加强中央政府监管力度，落实低碳管控措施。中央政府是推动全国 “一盘棋”实现碳减排目标的总揽型行动主体，中央环保督察、环保约谈等环境监督举措应逐步常态化和制度化，从而推动低碳治理决策及执行过程中的公开化、透明化，确保每一项低碳管控措施落到实处。在充分发挥政府“看得见的手”引领推动作用的同时，加快完善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让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之间实现结合，引导各类资源、要素向绿色低碳发展集聚。
（4）完善多元低碳治理政策，因地制宜最大化碳减排优势。相关部门应针对各地区发展状况与低碳政策实施所存在的问题，实施差异化环境规制。东部地区集聚经济与科教优势明显，应支持企业联合重点高校、科研院所、产业园区共同成立市场化运行的低碳技术创新联盟，协同“双碳”人才队伍，引导低碳成果向当地特色产业需求应用转化，实现技术创新转化为生产力优势和综合竞争优势；中部地区煤炭能源丰富，大多使用煤炭发电，但会产生大量CO2，因此应鼓励加强绿色低碳核心技术攻关，聚焦新型电力系统、氢能与储能技术，促进发展新能源，提升生态碳汇能力；西部地区企业经济基础薄弱，仍依赖国家大规模投资推动工业发展，自我发展能力弱，应完善政府引导资金运行机制，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入到低碳经济中，强化资金支持力度，充分利用广袤土地和陡峭地势，因地制宜大力发展丰富的水能、光能等清洁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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